
为了瞻前，我们不得不顾后。武昌义举，辛
亥革命以结束帝制，肇建民国而载入史册。然而
我们过多的认同辛亥革命在国体上转轨的硬件，

而或多或少忽略了支撑国体的民主共和等观念软

件的关注。学界论著一般认为，辛亥革命后，民
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①辛亥革命的确是一次思

想解放运动，但是否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本

文拟从民初两次复辟帝制说起，对民初社会的民

主共和观念作一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一、复辟皇权暗潮涌动

民国初年的政坛诡谲变幻，暗潮涌动。袁世
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的“丁巳复辟”，几乎
是在同一段时间酝酿和发展起来的，两次复辟闹

剧的复燃并不是偶然的，其有着深刻的社会基

础，彰显民主共和并未深入人心。
袁世凯消灭“二次革命”后，由临时大总统

而正式大总统而终身大总统，并进而企图登基称

帝；而被推翻的清王朝并不甘心被推翻的命运，

伺机复辟帝制。于是，在袁世凯和溥仪的周围聚
集了两种形相各异而实质相同的复辟实体：一个

企图复清朝之辟，拥戴溥仪复辟；一个力谋复帝

制之辟，推动袁世凯称帝。两种复辟势力所拥戴
的对象不一，但他们根植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

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结集于袁世
凯周围的一股帝制的力量，他们为袁世凯的实力

与权势所吸引，他们又煽炽了袁世凯的帝王之

想，拥着他从专制跨向君权，徐世昌说，方南北

和议之际，“杨士琦主君主，人皆以为维持清
室，不知杨之所谓君主者非溥仪，乃项城也。同
时，汪兆铭、杨度组织国事匡济会，杨度亦主君
主，其意图正与杨士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
[ 1] ( P298 ) 这是一个源头。于是而有“筹安会”
“全国请愿联合会”和“选举”中华帝国皇帝。
两种复辟势力导致了“洪宪帝制”和“丁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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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两场历史闹剧。虽然这两场复辟皇权丑剧很
快以失败告终，但令人值得玩味和深思。
在袁世凯和张勋的背后，有着新朝的元勋和

旧朝的孤臣，他们后面又有着辛亥革命所没有革

去的皇权心态。复辟的闹剧既反映了袁世凯和张
勋的野心，又显示了皇权心态的迷醉。于是有所
谓“自筹安会发起变更国体之议，二十二行省计
四百兆生民响应云集，投票公决，咸恭戴我皇上

万世一表，并奉以完全主权，万众一心，山呼雷

动。由是而军政两界，而国民代表，而绅学农工
商各社会，相继以请愿书上矣。群情爱戴之诚，
望若云霓，归如流水，与沛然默莫御之势。” [2]

(P130 ) 这些来自各省吁请袁世凯登极的请愿书，

固然不能用来说明当时的实情，但作为一种社会

心态，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一部分的现实。张勋复
辟的出现如同洪宪帝制一样，更具有深刻的阶级

和社会根源，一夜之间称臣山呼万岁，粉墨登

场，不亦乐乎！王朝已成为历史，与王朝相应的

皇权心态却未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在推翻了帝

制、建立共和后，还有那么多人热中复辟皇权的
原因？就此而言，民主共和观念尚未深入人心，

反而使复辟皇权闹剧得以在民主共和的外衣下出

现。

二、假共和真专制
民国新立，并未给中国带来统一、强大国

家，相反，却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割剧状态，从地

方到中央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国体虽号称
统一，而地方各自为政，统治权殆呈分裂之象，

改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

新建者无代兴之实力，官僚称弊甚于晚清”， [3]

(P254-255 ) “盖自中华建国五千年以来，危急存亡
千钧一发，未有甚于今时者也。” [3] (P459 ) 混乱

动荡的局面，使中央权力失控，统治功能失调，

造成全面社会危机。民初，外患四通，财政艰
困，秩序动荡，“大祸将至，瓜分之不免耳”的
呼声充斥报界。忧虑和不安之余，国人首先表现
出对共和政治的怀疑，认为民初共和政体的创建

是“人民基于感情，不及三思的结果。” [4] (P591

) “全国人心厌倦舆论，厌倦政党，厌倦国会，
厌倦国家。” [5] (P100 ) 对于共和政治的不满心情

溢于言表。其次，国人急切表现出盼望国家统
一、社会稳定的心理，强烈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迅
速统一全国，安定社会，以免出现“将以内乱外
患而四分五裂”之状。1913 年 3 月，湖北商民
裘平治上书袁世凯，“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
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

福，不如亡国奴隶，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

和。” [6] (P547 ) 社会呼吁集权于中央，以求稳定，

自然把整顿秩序、谋求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寄希
望于当时声望实力俱有的袁世凯，希望他“在此
存亡危急之倾，国土保全为重……宜请大总统暂
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 [7] (P378 )

《临时约法》 本是革命派用来束缚袁氏而设置，
以保证他能够履行共和政治，在民初混乱政局之

下，在人们心目中，它失去了它应有的功效，厌

乱求治的心理使人们对共和政治失望，对袁世凯

寄以厚望，以致于袁氏敢摆脱《临时约法》的束
缚，随意改变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地点，从而为袁

氏走向独裁复辟埋下了社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民初资产阶级各派也都表现

出了希冀社会稳定、统一的心理。民国初年，从
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来看，占统治地位的仍是传

统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到 1920 年，工业
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还只 7.84%。 [8]

(P1051 )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初年有了一定的

发展，但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仍处于绝对劣

势，这说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最重

要的支持力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未能拥有

能决定一政府命运的经济力量。正是因为他们这
种弱势地位，在民初首先表现出支持袁世凯以求

得社会稳定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倾向。在这
种心态的作用下，商人不但站在袁世凯一边反对

“二次革命”，而且支持他同国会作斗争，直到彻
底摧毁共和制度。“二次革命”时不少商会宣布
“中立”，但实际上，他们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的
立场是十分明显的。当时全国商界有则通电：
“中央为统一国家，整饬纲纪，不能不大张挞伐，
诛绝叛徒。”赣宁地区商会要求讨袁军“让城别
走”，以谋安宁。 [9] (P38 ) “商人风鹤时惊而重
围……惴惴焉怀生命财产之忧。” [10] 这是当时

商人的共同心态。赣宁之役烽烟方息，商人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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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袁世凯爬上大总统宝座，并发表通电：

“今后与其频更总统而多劫，勿宁任总统而暂谋
安”，“如能定总统十年以上较长期间（则） 幸
甚” [11]，充分表露了他们依赖袁氏安邦治国的

心理。帝制过程中，避乱求安的心理在商人头脑
中仍占主导地位。“二十一条”时，他们对袁氏
以忍耐为主，北京茶馆、酒肆以“莫谈国事”自
律。在袁世凯的利诱拉拢下，各地商人还一度列
名于劝进表，通电拥戴。北京商会总理冯麟发起
庆祝会，领衔劝进表，甚至在袁死后，还倡议全

国商界开追悼会。注重近利而不计长远，害怕动
乱而追求安宁，在商人看来，只要社会安定，他

们才不在乎袁氏终身长任总统，即便是当个实际

上的“皇帝”也罢。
革命派虽然在民初国会中为维护共和与袁世

凯作了激烈的斗争，但这时的革命性已大不如

前，革命党人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稳定社会、力
谋建设的倾向。革命领袖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认为
“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
于社会上革命。” [12] (P411 ) 推荐临时参议院选袁

世凯为大总统，“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
仍宜袁为总统” [12] (P440 )。孙中山尚且如此，还
需言他。此时，孙中山到处演讲铁路建设，认为
在袁世凯统治下，铁路可建 20万公理，练兵可
达数百万，国家自然就富强了。革命前以攻战文
字犀利而著称的章太炎则提出“专制非无良机，
共和非无秕政”，为稳定社会，“政治法律，皆
依习惯而成” [ 13] ( P537 ) 并幻想袁氏“厉精法
治”，“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 [13] (P584 )。虽
然同盟会中有激进派不断提出对袁氏进行革命斗

争，但其势力极弱而为温和派论调所掩盖。革命
派对袁氏的认识不清和盲目乐观，导致他们犯了

判断失误，尽管他们较早地站出来反对袁氏专

制、独裁，但其寄望强人政治的心理，负面效应
却是严重的。
与袁世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康梁立宪派，

在民初提出了“国土要统一，政权要集中”的主
张。基于开明专制的理论，梁启超在民初大力宣
传保国重于共和的思想，认为中国“绝不可效颦
美国剖之为若干独立小邦，使各自为政”，这样
“势必将粉絮破碎，迫于部落而已” [14] (P43 )，最

终导致民国分裂，为了保持和平与稳定的秩序，

他对袁世凯寄了莫大的希望，声言袁氏“确在中
国有一种大势力，确为中国现时一大人物” [15]

(P9 )。梁启超这种主张，无疑迎合了袁世凯的心
理，间接鼓舞了他走向专制复辟势头，客观上起

了不好的作用。可以说，民初政治“不惟进步，
甚且生退步之现象” [16] (P47 )，使渴求社会稳定、
避免动乱成为各派共同呼声，许多人认为只要存

在着将来建立民主政体的可能，眼前的假共和、
真专制是可以忍受的。在此心理作用下，革命党
人采取了以政治上的退让来换取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的行为，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
表现各异，程度不同，目的有别，但其所产生的

影响却是背离民主共和观念与制度建设，导致中

华民国的开局就倒向人治与专制。这样也为袁世
凯走向复辟提供了契机。

三、帝制舆论左右社会
社会心理具有实用性和迎合性，因其实用

性，历来统治阶级都利用它来满足眼前需要，赢

得多数人的心理支持；因其迎合性，人们在社会

生活中，表现出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见机行
事的特点。辛亥革命固然是变更了政体，但本质
上是“新瓶装旧酒”，人们的内心世界并没有随
之更新，皇权思想、君主统治的地位依旧是至高
无上。不仅袁世凯具有强烈的帝制思想，而且北
洋将领、帮闲文人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帝制
的钟爱之情，从袁政府后期的社会舆论可以明显

看出，旗帜已倒向了帝制复辟一方。
袁世凯以北洋起家，逐渐培植了忠于他本人

的北洋集团，自己实际上成为霸主。在袁氏封建
帝王思想影响下，北洋将领也希望通过帝制达到

封官进爵的目的。如同杨度所言：“北洋诸将，
从公多年，所为何事，只不过攀龙附凤，求子孙

富贵耳。” [17] (P322 ) 北洋将领和袁世凯在心理上

的互相迎合，使复辟之风愈演愈烈，筹安会成立

后不久，许多将军、巡按使纷纷列名劝进电表示
赞成变更国体，湖南将军汤乡铭最早发劝进电，

“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
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18] (P344 )。北洋陆军总长王士珍、海军总长刘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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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及陆军中、少将领纷纷密呈袁世凯，请愿实行
君主制，1915年 11月，陈宦受命为四川都督，
临行前就“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嗅袁之脚，
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
此去到死都不回来了。’” [19] (P120 ) 固然北洋将

领中拥有实力的段祺瑞、冯国璋对袁世凯复辟表
示反对，但他们二人所反对的是袁称帝，并不是

帝制；在他们看来，一旦袁称帝，他们便永无出

头之日，终生只能做袁家之狗，必然破坏他们未

来的专制、独裁之野心。在袁世凯的权威和利诱
下，即使段、冯存在异心，也只能是袖手旁观，
并不敢站出来反对。冯国璋还发电辟谣袁冯分
家，表示与袁“以私情言之，受恩深重，以公谊
言之，为心悦诚服，” [18] (P346 ) 在集团利益、集
团心理的互动作用下，北洋将领对袁世凯复辟称

帝达成了共识。与此同时，地方要员在切身利益
的驱动下，为了迎合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愿望，

也都上拥戴书、劝进电赞成帝制。张作霖首先要
求袁世凯“速定国体，以安大局”，并发誓：
“帝制之后，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人是问，
作霖一身当之；关以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本部

以平内乱！” [6] (P568 ) 阎锡山向袁密奏所谓“国
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宪
政。” [20] (P81 ) 象阎锡山这样因惧怕北洋势力，

唯有附袁才能保住和稳固自己的权位的地方要员

并不少见，北洋将领和地方实力派的表现推动了

复辟的进程。
由于舆论是社会导向，因此统治阶级总要借

助于舆论力量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袁世

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实行报业管制政策，从

1912 年 4 月到 1916 年 6 月，封闭的报馆达 71
家，被传讯 49家，被捣毁 9家，24位报人被杀
害，60余位报人被捕 [21] (P134 )。袁世凯在镇压了
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创办御用报刊，

并通过各种方式收买了一些报刊为己利用，以达

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在残酷镇压下，帝制过程中

除了几家外文报刊对帝制表示异议外，其余报刊

在宣传导向上都被袁世凯牢牢控制，迫使他们倒

向复辟或保持沉默。与此同时，君主优于共和的
论调甚嚣尘上。1915年 8 月 3 日，袁之宪法顾
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实行君主

制，“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
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
制为宜” [22] (P951 )。杨度则自告奋勇组织了一个
帝制鼓吹机关———筹安会，打着学术自由的口
号，炮制复辟理论，抛出 《君政复国论》、《国
情论》、《君宪救国论》等文章，发出“与其共
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的谬论。在此鼓
吹之下，复辟之论暂时占据了舆论阵地，左右了

社会动向。1915 年， 《申报》 函访各省舆情，
“反对帝制者，仅为湘、鄂、粤、桂四省” [23]，

如此舆论环境，最终使复辟闹剧登上历史舞台。

四、民主共和未入人心透视
回眸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的历程，近现代

中国在探讨西方的理念过程中所呈现的大抵脉

络，没有脱离梁任公所总结的路径：从器物层面

而制度层面而文化层面。民主共和宪政思想在西
方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核心理念表现为对个

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所持的基本立场———控制
国家权力。中国政治传统中支撑宪政民主的思想
因子甚少，如何借鉴来自异域的民主共和理念与

制度安排，这是近现代中国所要面临的时代课题
[24]。
辛亥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了封建帝制。

但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下的人们并未能迅速领略

革命成果，社会仍处于沉醉状态。旧有的思想意
识、思维方式、文化传统还指挥着人们的行为，
传统的政治文化心理依然统治着民初社会，民主

共和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临时政府的地方基础
仍是乡绅政权，在政治上绝大多数官员们仍然是

运用封建机制进行操作，特权人治观念主宰着人

们的头脑。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在观念上更多地
体现为一种臣民意识而不是公民权利意识。封建
土地所有制制约下的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的依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具有现代精神的民
主共和理念很难获取普遍的社会认同 [25]。考察
民初民主共和观念以及制度建设，对西方来讲，

不仅仅是少数思想家的呼吁和呐喊，也是一般公

众的基本信仰和价值理想。在西方，民主共和观
念与其整个思想传统，尤其是宗教文化有着天然

的联系，它不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而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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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合理性。这种价值合理性的取得，在于它是
西方历史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自然演进并同
社会的伦理规范、习俗和宗教信仰密切的联系在
一起。因此，民主共和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
一种“信念伦理”。“信念伦理”更多地是受历
史人文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之相应的行为与其

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主要是由根深蒂固

的习俗和信仰等非理性因素所决定。民主共和观
念在辛亥革命后在近现代中国的异化或变形，一

方面能使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条件下得以传播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工

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背离。民主共和等观念与制
度是西方社会历史长期演进的产物，是一种价值

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合。西方社会对民主共和制
度的追求虽然也其外在的目的和效用，但主要是

一种价值理性行为。而在近代中国民主共和主要
被作为救亡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实际上，近
现代中国并非没有人把民主共和观念作为信念和

理想执著地追求，但是当他们把民主共和观念视

为一种信念执着地追求时，却又无法跨越摆脱日

益严重民族危机和追求国家独立富强，这一社会

现实目标和主题。结果只能是，为追求社会现实
目标而放弃民主共和理念，或者使民主共和从属

于社会现实目标并为其服务。追求民主共和的价
值理性行为与追求社会现实目标的工具理性行

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条件下实难做到兼顾。近
现代中国知识分了把民主共和作为一种工具理

性，追求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当社会变革过
后，民主共和观念并没有在人民的心理留下深刻

的痕迹。因为近代中国缺乏西方民主共和观念赖
于成长、发育的气候和土壤 [26]。J.B.格里德曾精
辟分析道：“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
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

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
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并不存在，而自由

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

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
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

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
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与革命之中，而自

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

答案” [27] ( P377-378)。这一看法对民初民主共和观
念与制度建设同样适用。

五、结语
以民初两次复辟为例，不仅反映了辛亥革命

后民主共和观念并未深入人心，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社会心理的体现的结果。社会心理是一定
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比较直接的反映形式，它能够

客观地比较淮确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变化的基本倾

向和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民族文化心理的开化
与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不是同

步而行。由于社会存在具大的惰力，传统的精神
支柱、价值取向、文化心理并未能够随政治体制
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广泛
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心理因素如求同斥异
心理、狭隘平等心理、重情轻法心理、怕官拜官
心理、重义轻利心理等或与民主共和的主张相
反，或难以与民主共和的主张相容，它们都民主

共和起着抵制作用 [28]。中国大众意识长期以来
表现了对传统政治意识的依附性，缺乏自我指认

自我建构的独特品格。在利益大体一元化、生产
方式基本单一化、政治设想统一化和伦理认识传
统化的历史发展中，大众意识总被传统政治意识

同化为个性的“缺席”。 [29] (P137) 历史是过去的

现在，而现实则是历史延续。两次复辟帝制的闹
剧虽然成为一个笑谈，但诸如民主共和等现代性

观念，尚未完全深入人心，历史经验的表明，民

主共和观念如果不落实为制度建设，仅仅靠强人

人治，必然是“种瓜得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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